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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既有研究对地方自发政策试验走向成功的成长机制缺乏系统解构。 科技特派员制度充分展示了

一项中国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过程。 引入科技特派员制度本土化案例, 运用多源流理论、 阶段启发

法和制度变迁理论, 分析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在何种机制推动下逐步成长为国家政策, 重

点解析政策试验的自发启动机制、 实施机制、 发现机制和后期成长机制, 比较地方自发政策试验与 “自上

而下”政策试验的差异。 研究表明: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过程经历了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的交汇、 三

源流汇聚开启 “政策之窗”、 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耦合等关键过程, 政策企业家在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

启动和实施阶段 “精准发力”、 发现阶段 “慧眼识珠”、 成长阶段 “以点聚能、 以面布势”, 推动地方性试

验走向全国。 因此, 一项精心设计和大胆探索的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即使在启动阶段未获得中央的支持,
即政治源流尚处于孕育阶段, 也可能逐步受到中央部委直至中央的认可进而成长为国家政策。 本文揭示 ３
条源流在政策创新中的相互耦合作用、 动态交汇过程及其中国化特征, 弥补关于自发启动机制研究的不

足, 为剖析中国政策创新的动态演进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框架, 为全球政策过程理论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
关键词: 多源流理论; 政策试验; 成长机制; 政策创新; 科技特派员制度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ｓｈｅｎｇ１,２, Ｘｕｅ Ｚｅｘｉ３, Ｚｈｕ Ｃｈｕｎｋｕｉ４

(１. Ｓｃｈooｌ o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Ｌａｗ,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o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ｚｈoｕ ３５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ｅｎｔｅｒ ｆoｒ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 Ｄｅ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o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o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基金项目: 福建省创新战略研究重点项目 “科技特派员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２０２４Ｒ００２３), 南平市软科学项目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体系构建

和组织管理创新研究” (ＮＰ２０２４ＫＴＰ００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 黄安胜 (１９８０—), 男, 福建三明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创新发展与公共政策、 自然资源管理、 农村公共管理。
通信作者: 朱春奎

DOI:10.13580/j.cnki.fstc.2025.08.021



１０４　　 中国科技论坛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第 ８ 期

Ｆｕｚｈoｕ ３５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３. Ｃoｌｌｅｇｅ oｆ Ｃo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oｒｍａｔｉo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o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ｚｈoｕ ３５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ooｌ o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o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ａｃｋ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ｃoｎｓｔｒｕｃｔｉoｎ oｆ ｔｈｅ ｇｒo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oｆ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o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Ｆoｒｃｅ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o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oｗｔｈ ｐｒoｃｅｓｓ oｆ ａ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Ｂｙ ｉｎｔｒoｄｕｃｉｎｇ ａ ｌoｃ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ｓｅ o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o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Ｆo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oｙ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 Ｔｈｅo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o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oｒ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ａ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ｖoｌｖｅｓ ｉｎｔo ａ
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ｐoｌｉｃｙ ｆｒo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o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 . Ｉｔ ｆoｃｕｓ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oｎ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o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ｉｓｃoｖｅ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ｓｔａｇｅ ｇｒo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oｆ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ｃo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 ｔoｐ-ｄoｗｎ”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oｗｔｈ ｐｒoｃｅｓｓ oｆ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oｅｓ ｋｅ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o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oｆ ｐｒoｂｌｅ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ｐoｌｉｃｙ 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 oｐｅｎｉｎｇ
oｆ “ｐoｌｉｃｙ ｗｉｎｄoｗ”ｔｈｒoｕｇｈ ｔｈｅ ｃo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o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oｕｐｌｉｎｇ oｆ ｐoｌｉｃｙ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ｐo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Ｐo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ｅｘｅｒ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ｆｆo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oｎ ｓｔａｇｅｓ oｆ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ｍoｎｓｔｒａｔｅ “ 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ｎｇ ｖｉ-
ｓｉoｎ”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oｖｅ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ｒoｍ ｐo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ｃoｎｆｉｇｕｒｅ ｍoｍｅｎｔｕｍ oｖ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o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ｐｒoｍoｔｉｎｇ ｌo-
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oｗａｒｄｓ ｎａｔｉoｎｗｉｄｅ ａｄoｐｔｉoｎ. Ｔｈｅｒｅｆoｒｅ, ａ ｗｅｌ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ｂoｌｄｌｙ ｅｘｐｌoｒｅｄ ｌoｃａｌ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ｇａｉｎ ｒｅｃoｇｎｉｔｉoｎ ｆｒo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ｐ ｔo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o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ｇｒoｗｉｎｇ ｉｎｔo ａ 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ｐoｌｉｃｙ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oｕ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ｕｐｐo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o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oｎ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o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o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ｐoｌｉｃｙ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o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ｒo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oｎ ｔｈｅ ｓｐoｎｔａｎｅoｕ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oｆｆｅｒ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oｒｋ ｆo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oｌｕｔｉo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o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oｌｉｃｙ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ｃo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ｓｅ ｔo ｇｌoｂａｌ ｐoｌｉｃｙ ｐｒoｃｅｓｓ ｔｈｅoｒｙ.
Ｋｅｙ ｗo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ｒｅａｍｓ ｔｈｅoｒｙ; Ｐo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o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oｌｉｃｙ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 Ｓｙｓｔｅｍ o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Ｆoｒｃｅ

０　 问题的提出

政策试验作为政策创新工具, 一直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１]; 它是中国政策变迁的

重要推动力[２], 是中国改革的重要途径[３], 在中

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４], 是中国

政策创新的重要方式, 对中国许多政策和制度创

新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策试验的触发机制包括:
中央通过顶层设计强力控制主导试验进程[５]; 中

央通过 “非均衡赋权” “竞争择优”释放地方探索空

间[３], 依赖地方 “竞争力”触发政策试验[６]; 中央

授权与地方创新互动嵌套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双

轨制政策试验[７]。 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政策样本,
缺乏科技推广政策样本和地方自发试验成长过程

的细致分析。 整体上, 关于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

长机制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虽然多数政策试验都

发端于地方政府[８], 但关于其自发启动机制、 推

进机制等微观机制及中央发现机制等前期阶段的

研究不足。 然而, 地方自发试验的前期阶段是其

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关键一环, 此阶段却面临缺乏

上级政府资源支持、 各方力量阻碍大等重重困难,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长难度极大。 更为重要的是,

关于政策关键推动者的核心作用及其对政策特性

的影响也缺乏深入研究, 导致难以有效解释地方

自发政策试验何以产生、 如何跨越制度阻碍进而

成长为国家政策,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长过程这

一 “黑箱”尚未打开。 简而言之, 中国公共政策过

程研究中缺乏精致的个案描述[９], 未来研究应该

基于案例详细剖析政策创新试验过程。
科技特派员制度 (简称 “科特派制度”)是一项

土生土长、 典型的中国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１９９９
年产生于福建省南平市, 随后经过发展逐步成长

为国家政策。 科特派制度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策创

造力, 蕴含深刻实践价值和学理价值。 然而, 目

前学界对科特派制度的创造过程以及从地方政策

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具体路径了解不足, 现有文献

尚未能从政策过程角度系统性解释这一过程。

１　 理论基础

１. １　 多源流理论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多源流理论由约翰.Ｗ.金登[１０] 首次提出,
他指出, 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

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并非

它们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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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即多源流理论中问题源流、 政策源流和政

治源流的交汇结果 (参考文献中将 “ Ｓｔｒｅａｍ”译为

“溪流”, 本文则采用国内通用译法 “源流”, 以更

贴切地体现其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演进与相互作

用)。 问题源流表现为通过指标、 焦点事件、 危机

反映出社会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矛盾; 政策源流是

指决策者、 专家学者等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备选解决方案; 政治源流指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
包括公众舆论、 权力分配、 政治势力等因素; 政

策企业家把握政策演变时机, 推动 ３ 条源流耦合交

汇, 此时 “政策之窗”开启[１０]。
多源流理论被广泛用于政策变迁、 政策过程

研究, 充分展现从政策研究阶段至决策阶段的演

进过程[１１]。 此外, 多源流理论还揭示政策形成的

深层动因[１２]。 然而, 相较于学者对问题源流、 政

策源流、 政治源流和 “政策之窗”的深入研究, “政
策企业家”这一特殊行动者的关键作用却尚未得到

广泛关注。 政策企业家主要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积极推动议题的政策倡导者[１０], 是推动三流耦合

的 “桥梁”, 他们往往具备较多的政治资源、 社会

资本和网络关系, 能够把握时机、 突破层级壁垒、
因地制宜寻求地方性问题的破题之路。

目前多源流框架与中国政策过程之间常常是

孤立的, 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利用多源流框架揭示

中国政策创新的探索过程。 学者[１３] 将多源流框架

应用于中国案例研究, 精准识别政策发展中的关

键模式, 分析不同政策源流之间的互动情况, 为

研究中国特色政策过程提供重要启示。 作为地方

自发政策试验的成功范例, 科特派制度充分揭示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前期阶段的孕育、 演化和发展

等成长机制及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因此, 本文引

入科特派制度这一本土化案例, 追踪多源流框架

下科特派制度的 “启动—实施—发现—成长”机制,
检视政策企业家的核心作用, 对比地方自发政策

试验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的差异, 旨在分析多

源流理论在中国政策情境下的适用性, 以期更全

面更深入地探视中国政策试验过程, 丰富政策科

学理论体系, 并为政策创新实践提供学理支持。
１. ２　 科特派制度的成长过程: 本土化案例引入

为解决因特大洪灾而突显的 “三农” 问题,
１９９８ 年南平市发布科特派制度的第一份政策文件

«关于开展 “科技特派员下村服务”活动的通知»

(南政农委 〔１９９８〕 ８１ 号)。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南平市下

派第一批科技特派员。 由于政策成效显著,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科特派制度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被作

为典型经验进行工作交流。 随后, 科技部推出一

系列倡导试点措施。 ２００２ 年, 宁夏在西部地区率

先展开试点工作[１４]; ２００７ 年, 试点覆盖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份[１５]。 随后, 各试点省份不断扩大试点范

围并反复试验, 科特派制度进入全面试点阶段。
由于全面试点取得明显成效, ２０１２ 年 “科技特派

员”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此后连续 ５ 年中央

一号文件均提及 “科技特派员”, 这标志着科特派

制度被中央倡导在全国推行。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
(简称 «意见»)发布实施, 标志着科特派制度正式

被中央政府认可并在全国实施。
纵观科特派制度的成长过程可知, 地方政府

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成为科特派制度快速发展的关

键助推剂。 科特派制度作为典型的地方自发政策

试验, 在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逐步得以完善,
充分体现其本土化的创新性和适应性。
１. ３　 “自发试验—试点倡导”机制: 多源流框架的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长模型

　 　 (１)问题源流: 科特派制度何以产生。 在多源

流框架中, 问题源流的形成是根据社会需求和地

方实际情况进行问题识别的过程, 还涉及问题的

聚焦和议题化过程; 而焦点问题成为推动问题源

流界定的关键因素, 当焦点问题被纳入政策议程

时, 将会推进政策创新以及政策出台[１０]。
在 １９９８ 年特大洪灾的推波助澜下, 长期以来

南平市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科技支撑薄弱等问题

成为地方政府当时关注的焦点。 从科特派制度的

第一份文件 (南政农委 〔１９９８〕 ８１ 号)中的 “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转变, 必须要求农业科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进

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可以看出南平市要实现

农业科技变革的决心。 从科特派制度中的问题源

流视角看, 创立科特派制度的直接目标是补齐南

平市当地农业科技短板、 跨越经济发展瓶颈, 问

题识别框架由此建构。 为破解当地亟需解决的农

业问题, 地方政府在没有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明

确授权的情况下, 自发进行政策试验, 系统设计

科特派制度这一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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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策源流: 科特派制度何以被认可。 政策

源流的核心是相关想法、 提案和政策设计的集合,
是推动政策制定的关键板块。 提案往往由地方政

府、 专家等多个主体主导, 经过多次修订、 讨论、
改进和创新, 最终形成可实际推行的政策[１０]。 科

特派制度既没有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 也不存在

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 (一般情况下试验早期中央政

府可能并不完全知晓政策创新的存在), 而是自发

开展政策试验, 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解决农技问

题。 科特派制度因其在实施过程中展现的适应性

与可操作性, 能够迅速响应地方需求, 体现地方

政府在实践中的政策创新和政策调整灵活性。 随

后, 地方各级政府及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均

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并吸收了南平科特派制度的核

心目标和运行机制。
(３)政治源流: 科特派制度形成的政治背

景。 政治源流反映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国民情绪、
政治背景和环境, 揭示政治力量、 政府间的互

动和利益博弈对于政策形成的强大影响力 [１０] 。
正如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所言, 科技特派员

不是科技部首先想出来并自上而下推行……它

是一种源于实践的创新, 源于基层的创造……
从一开始, 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的基本思路就

是不搞统一模式、 硬性规定等一刀切做法, 鼓

励各试点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可行性, 大

胆创新, 这使得科特派制度真正成为开放的体

系 [１６] 。 刘燕华的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科特派制

度的宽松政治环境以及试点过程的政策灵活性

和实践自主性, 这种灵活性正是政策能顺应国

民情绪与地方需求的关键因素之一。 科特派制

度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反映了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如何在公众需求和基层反馈中成长。
(４)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长

模型。 本文尝试将多源流框架与 “自发试验—试点

倡导”机制结合, 构建多源流框架的地方自发政策

试验成长过程模型。 通过梳理科特派制度成长过

程可知, 这两个阶段包含着科特派制度更详细的

演化过程, 即地方政府自发开展政策试验 (包括启

动阶段和实施阶段)→被科技部发现→正式试点→
扩大试点→国家多部委参与→全面试点、 反复试

验→全国倡导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

厅专门发文认可、 实施。 如图 １ 所示。

 
政策试验自发启动 试验实施 中央主管部委正式发现被认可

悄然终止

不被认可

全面试点及总结

不被认可

全国倡导 被认可

国务院 ( 办公厅 ) 发文

被认可

政策全国实施

中央多部委参与被认可

试点及总结

试点扩大及总结

被认可

被认可

不被认可

不被认可

不被认可

图 １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过程模型

２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

验的启动机制

　 　 科特派制度的启动机制是 “从基层中来, 到基

层中去, 再从基层中来……”不断反复直至成为国

家政策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为了应对当时

严峻的 “三农”问题, １９９８ 年南平市组织干部深入

农村调研。 在调研中, 一位农民向南平市主要领

导 Ｌ (科特派制度创建的关键推动者之一)发表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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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论”: 官员对待农民问题, 就像皮球丢进井里,
漂浮着, 沉不到水底。 这一形象比喻深刻揭示矛

盾的根源, 即科技和人才没有下沉。 领导 Ｌ 通过

深入调研精准识别问题、 剖析问题和聚焦问题,
对地方政府思考如何通过政策创新解决迫切问题

具有催化作用, 构成问题源流的基础, 也启发了

南平市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思路。 在政策源流层

面, 南平市委、 市政府凝聚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 提出 “高位嫁接、 重心下移、 夯实农村

工作基础”的工作思路, 并通过向农村下派科技特

派员来落实这一思路[１７], 彰显问题源流与政策源

流的融合过程, 体现出地方政府响应实际需求、
应对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设计能力。

在科特派制度创新过程中, 农民和技术人员

虽是重要参与者, 但缺乏系统性政策创新的能力。
若要进行有效的政策创新, 还需要地方领导思考、
总结、 提升农民的意见, 对政策进行精心设计并

投入资源付诸实施。 因此, 地方官员作为政策企

业家, 才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关键角色[１８]。 领导 Ｌ
不仅有调配资源的能力, 还具备较强的创新偏好、
创新能力和才能 (知识、 经验的积累), 使得他成

为推动科特派制度的关键人物。
从科特派制度的启动机制看, 地方官员作为

政策企业家, 深入一线调研并识别农技服务问题,
展现出政策企业家对于一项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得

以启动的核心作用,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问题源流

与政策源流的交汇。 尽管中央政府未直接介入政

策试验的启动, 政治源流仍处于孕育阶段, 但地

方官员通过整合地方资源和协调各方利益, 为科

特派制度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３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

验的实施机制

　 　 按照道格拉斯.Ｃ.诺思[１８]的观点, 组织 (含
政治组织)及其企业家实现目标的活动, “得自于

‘干中学’以及对有效的技能和知识的投资”。 由于

国内外尚无可借鉴参考的先例, 科特派制度要想

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实施机制。 科特派制

度的政策创新实现过程主要来自政策企业家 “干中

学”这一学习机制[１９]。 在此基础上, 南平市创建科

技特派员和农业生产者利益共同体机制, 并经过

政策企业家的激烈讨论, 该机制逐步形成并被吸

纳到制度中。 政策源流体现地方政府依据基层反

馈、 应对现实问题的政策创新和适时调整。
正如道格拉斯.Ｃ.诺思[１８]所言, 正式规则和

(或)实施的变迁一般需要动用大量资源。 １９９９ 年,
首批科技特派员带着市政府筹集的 １００ 万元专项资

金和各类科技推广项目下村开展工作[２０], 确保科

特派制度的有效运行。 在科特派制度实施之初,
南平市通过科技特派员下派期间 “四保” (保留编

制、 职称、 职务、 工资福利)、 “四优” (优先占编

制、 提拔、 上浮工资、 考虑年度优秀公务员指

标)等行政手段引导人力资源下乡[２１], 进一步激发

地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服务 “三农”的积极性。
同时,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宣传报

道 “榛仙” “菇王” “茶仙”等优秀科技特派员典

型[２２]……媒体通过持续的政策叙事塑造有利于科

特派制度实施的政治环境, 进一步激发了更多的

科技特派员参与政策实践。
科特派制度的第一份正式文件 (南政农委

〔１９９８〕 ８１ 号)提出, 为加强对选派科技特派员下

村服务工作的协调管理, 拟由南平市农委、 科委、
林委、 人事局、 农业农村局 ５ 个单位共同负责, 建

立 ５ 家单位领导联席会议制度。 南平市委市政府充

分调动跨部门或跨区域协作, 政治源流凸显。 政

治源流通过协调跨部门资源, 保证政策的实施。
总体看, 在没有任何前期参考的情况下, 自

发政策试验必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问题源流

通过剖析现实需求推动制度创新; 政策源流通过

“干中学”推动制度的具体设计; 政治源流极大地

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保障政策顺利实施。 此

时, ３ 条源流在政策企业家的协调作用下得以汇

聚, “政策之窗”开启使得地方自发政策试验成功

实施。

４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

验的发现机制

　 　 科特派制度创建之初, 南平当地媒体大力宣

传这一创新实践。 ２００１ 年时任南平市委书记接受

福建 «开放潮»期刊的采访, 系统总结南平 “高位

嫁接”创新农村工作机制[２１]。 专业媒体不仅强化了

社会对解决现存农技问题紧迫性的认识, 还推动

这一地方性问题上升为全国性政策议题。 通过传

递制度经验和创新价值, 专业媒体为其他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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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政策模板, 间接

丰富了政策源流中的备选方案。 可见, 地方政府

主动推动政策源流扩散, 而专业媒体则通过问题

解析与经验传播, 成为信息传递者、 议题推动者

和政策源流的塑造者, 为地方和中央政府提供探

视这项创新政策信息的窗口。 从政策企业家视角

分析,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省长的习近平深入

南平调研时发现了包括科特派制度在内的 “南平机

制”, 于 ２００２ 年在 «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１７], 该

署名文章迅速扩大了科特派制度在全国的影响力,
体现政治源流中领导人带来的政策推动效应。

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发挥关键纽带作用,
他们通过深入调研和迅速响应基层需求, 在中央

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框架内, 积极协调不同层级政

府和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 促进政策源流与

政治源流的良性耦合。 正是这种耦合机制, 使得

科特派制度能够从地方试点上升为国家政策, 并

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５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

验的后期成长机制

　 　 科特派制度从地方试点到国家政策的转变,
经历了长时间的试点扩展和多次完善调整。 ２００２
年, 除福建省外就有 ８ 个省份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

工作, ２００３ 年试点省份已经扩大到 １４ 个, ２００５ 年

升至 ２５ 个, ２００７ 年已覆盖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份[１５]。
在这一过程中, 政策企业家总结地方政府的创新

实验和试点经验, 为后期科特派制度由地方试点

走向全国提供实践路径。
政治源流表现为中央政府 (一般是具体部委负

责)直接控制和指导科特派制度试点工作, 经过扩

大试点、 反复试验、 总结经验而上升为国家政策

(或法律)。 ２００４ 年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对科技

特派员工作两次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深入调研,
总结、 推广这种好做法[２３]。 ２００６ 年科技部决定把

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与星火计划项目、 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等结合, 加大对科技特派员的资金

支持力度[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科技部等 ８ 部门成立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协调指导小组, 标

志着科特派制度在中央部委引起广泛关注和认可。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意见»发布实施, 这意味着科特派制

度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此后 ２０ 余个省份以省

级党委、 省级人民政府或办公厅名义发布相关配

套落实政策文件。 此外, 中央一号文件对 “科技特

派员”的关注也彰显了政治源流在政策议程设置中

的关键作用。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政策优先级

的变化, 还揭示了在政治议程调整过程中, 中央

政府如何通过逐步扩大试点、 总结经验并整合社

会力量, 实现科特派制度的推广与国家政策化。
可见, 在科特派制度的后期成长机制中, 政策企

业家 “以点聚能、 以面布势”, 政治源流保障制度

“多点开花”, 共同推动地方试验走向全国。

６　 “多源流”视域下地方自发政策试

验与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比较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与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在

后者进入后期阶段后 (被中央部委认可后)在最终

目标、 支持方式、 控制性和指导性等方面具有相

似性, 但从政策试验的成长全过程看, 仍有许多

显著差异, 见表 １。
(１)启动主体不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往往

是中央政府强烈地意识到全国存在的普遍问题,
从而通过精心选择试点启动试验。 从多源流理论

看,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受到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

的共同推动, 地方政府强烈地意识到地方存在的

难题, 且尚未有比较好的政策应对, 从而通过精

心设计启动试验。
(２)目标定位不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一开

始就以解决全国普遍问题为目标, 宏观定位清晰,
但对实现哪些微观目标较模糊; 通常微观目标是

在 “政策之窗”开启后由上下级政府共同塑造, 此

后实现路径才逐步明晰。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一开

始就以解决本区域难题为直接目标, 是在地方特

有问题和政策源流的基础上形成, 只有被中央发

现并认可后, 政策试验的宏观目标才逐步明确。
(３)经历阶段不同。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至少多

了 ３ 个阶段, 即自发启动阶段、 实施阶段和被发现

阶段。 由于这 ３ 个阶段不仅缺乏上级政府的政治和

资源的支持, 而且更糟糕的是统一思想难、 各方

力量阻碍大, 因此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难度

极大。 只有成功经历这 ３ 个阶段并被中央政府认可

后, 政策试验才 “步入正轨”。
(４)控制和指导部门参与程度不同。 “自上而

下”政策试验一开始就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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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进行的, 严格控制试验的宏观目标方向、 试

点主体和试点范围等方面, 体现政治源流的绝对

主导地位。 而地方自发政策试验为了实现微观目

标, 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只有自发政策试验

被上级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发现并认可后, 试

验控制性和指导性才逐步增强。
(５)发展路径不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由中

央政府首启, 发展路径是先自上而下、 后上下联

动。 而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由地方政府首启, 经过

自发探索政策试验, 汇聚政治机会, 历经 ３ 个阶段

后由中央再推动。 因此, 发展路径是先自下而上、
再自上而下、 后上下联动。

(６)受支持力度不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

能够得到政治上、 精神上的支持, 试验过程比较

容易统一思想形成合力; 有时甚至能得到财政资

源、 政策或法律法规弹性等方面的支持。 但地方

自发政策试验在早期阶段没有这些支持, 而且即

使被中央主管部门发现认可后, 获得的支持也

较少。
(７)成长难度不同。 相较于 “自上而下”政策

试验,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 其经历阶段多、 阻力大、 受支持力度小、
可利用资源少, 但即便如此, 因存在一些长期积

累的突出矛盾, 问题源流凸显, 仍有不少地方政

府冒险强力推进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８) “政策企业家”角色存在差异。 由于 “自

上而下”政策试验中 “政策企业家”隶属于中央政府

或中央部委, 因此拥有广泛的行政资源、 财政支

持和政策制定权力, 以进行更为系统化的资源配

置与制度设计来推动政策实施。 而在地方自发政

策试验中, “政策企业家”对地方性问题有更直观的

认知, 往往具有较大的政策设计自主性。
可见,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成长过程更加艰

难, 机制更加复杂。 而中央政府直接发起的政策

试验, 则自始至终由一个中央部委主导全过程,
得到了中央政治、 精神甚至资源支持。

表 １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与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差异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启动主体 中央政府 (一般是具体部委负责) 首先由地方政府启动, 被发现后由中央政府推广

目标定位 宏观目标清晰, 微观目标先模糊后清晰 微观目标先清晰后模糊, 宏观目标反之

经历阶段 ８ 个阶段[２４] 多了 ３ 个阶段, 即地方政府自发启动阶段、 实施阶段和被发现阶段

控制和指导部门 控制性和指导性自始至终较强 从无到有, 逐步增多、 控制指导部门级别逐步升级

发展路径 自上而下、 上下联动 先自下而上、 再自上而下、 上下联动

受支持力度 自始至终较大 先无后较小

成长难度 存在风险, 但难度较低 风险大、 难度大

“政策企业家”
角色差异

行政资源充足 政治资源相对较少, 独立性强

７　 总结与讨论

本文尚不能剖析自发性地方政策成长过程的

所有机制, 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对 “多源流”视
域下地方自发性政策试验成长机制特别是前期阶

段的机制进行补充与拓展, 也与已有成果进行比

较与相互印证, 打开成长机制这一 “黑箱”, 使得

对中国政策试验机制的认识更全面。 本文还结合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为剖析中国特色政策创新

的内在机制贡献科特派制度这一典型案例, 寻求

打开 “政策之窗”的关键钥匙: 政策企业家能够通

过精准的决策和资源配置, 为科特派制度的成功

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本文基于地方自发政策试验

前期阶段的微观视角考察, 得出了与经典研究[２５]

不同的结论: 一项精心设计和大胆探索的地方自

发政策试验, 即使在启动阶段没有中央的支持,
即政治源流尚处于孕育阶段, 依然可以 “野蛮”生
长, 即通过试验取得显著成效, 逐步受到中央部

委直至中央的认可进而成长为国家政策。
研究表明, 在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启动阶段,

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的交汇展现了地方对现实挑战

的敏锐响应; 在实施阶段, 三源流汇聚, “政策之

窗”开启; 在发现阶段, 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有机耦

合; 在后期阶段, 政治源流保障制度 “多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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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政策企业家在地方自发政策试验的启动实施

阶段 “精准发力”、 发现阶段 “慧眼识珠”、 成长阶

段 “以点聚能、 以面布势”, 是推动地方性试验走向

成功的关键力量。 本文引入科特派制度本土化案例,
揭示了 ３ 条源流在政策创新中的相互耦合作用、 动

态交汇过程及其中国化特征, 剖析政策企业家的核

心作用, 检视中国政策试验的成长过程, 为深化中

国政策创新的动态演进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框架, 为

全球政策过程理论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
一项地方自发政策试验要成长为国家政策,

需要包括启动机制、 发现机制、 实施机制及后期

成长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不断推动, 这与 “自上而

下”政策试验存在不少相似之处, 但二者也存在诸

多差异, 特别是在试验的早期阶段。 因此, 深化

地方自发政策试验和 “自上而下”政策试验的对比

研究也将是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１]宁骚 . 从 “政策试验”看中国的制度优势[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０１１).
[２]王绍光 .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２９ (６):１１１－１３３.
[３]杨宏山,周昕宇 . 中国特色政策试验的制度发展与运作模式[Ｊ]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４３ (２):２４－３１.
[４]刘然 . 并非只为试验:重新审视试点的功能与价值[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３６ (１２):２１－２６.
[５]ＭＥＩ Ｃ,ＬＩＵ Ｚ.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ｐo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oｒ ｃoｎｓｃｉoｕｓ ｐo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oｆ ｕｒｂａｎ ｈoｕｓｉｎｇ ｒｅｆo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o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４７ (３):３２１－３３７.
[６]周望 . 如何 “先试先行”———央地互动视角下的政策试点启动机制[Ｊ]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５ (５):２０－２４.
[７]杨宏山 . 双轨制政策试验:政策创新的中国经验[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３,２９ (６):１２－１５.
[８]吴昊,温天力 . 中国地方政策试验式改革的优势与局限性[Ｊ]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３５ (１０):３７－４５.
[９]朱亚鹏 . 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央编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约翰.Ｗ.金登 .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Ｍ].丁煌,方兴,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１]徐曼,郑宏宇 . “课程思政”政策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Ｊ]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５１ (６):４２－４９.
[１２]马黎,罗建章,温铁军 . 政策共同体如何推动基层试验上升为县域政策:基于福建省屏南县 “工料法”的多源流分析[Ｊ] .甘

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２ (５):１２－２４.
[１３]ＶＡＮ ＤＥＮ ＤＯＯＬ Ａ,ＱＩＵ Ｔ. Ｐoｌｉｃｙ ｐｒo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o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ｆｒａｍｅｗoｒｋ[ Ｊ] .Ｐoｌｉｃｙ ＆ Ｐoｌｉ-

ｔｉｃｓ,２０２５,５３ (３):５０６－５２８.
[１４]刘冬梅,苗冠军 . 科技特派员社会化管理实践与思考———宁夏科特派协会案例研究[Ｊ] .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４ (１１):１６－１９.
[１５]黄安胜,章子豪,朱春奎 . 中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扩散分析:基于省际扩散的实证[Ｊ] .软科学,２０２０,３４ (１１):１４－２０.
[１６]顾卫临 . 科技特派员引领农村制度新变革 «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Ｊ] .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５,２５ (１１):

６５－６６.
[１７]习近平 . 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Ｊ] .求是,２００２,４５ (１６):１３－１６.
[１８]道格拉斯.Ｃ.诺思 .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Ｍ].杭行,译 . 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９]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技教研部课题组,郑少春 . 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Ｊ] .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０７

(１０):１１７－１２１.
[２０]傅国平 . 南平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Ｊ] .中国农技推广,２０００,１６ (２):１５.
[２１]向飞,姚燕玉 . 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有益尝试———访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Ｊ] .开放潮,２００１,９ (４):７－８.
[２２]李川.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路径探索———科技特派员行动 ２５ 年回望[Ｊ] .中国农村科技,２０２４(１０):８－１１.
[２３]徐冠华 . 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Ｎ].科技日报,２００６－０７－２０ (００１).
[２４]韩博天,石磊 .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Ｊ] .开放时代,２００８,２７ (５):３１－５１.
[２５]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Ｓ.Ｆｒoｍ ｌo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o 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ｐoｌｉｃｙ:Ｔｈｅ oｒｉｇｉｎｓ o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ｐoｌｉｃｙ ｐｒoｃｅｓｓ[Ｊ]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o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１４(５９):１－３０.

(责任编辑　 申秋红)


